华严译籍中的佛信仰

魏道儒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华严译籍中一些单行本和集成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华严经学从释迦崇拜到多佛崇拜、再到卢舍那佛崇拜的具体演进过程，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华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般若学的某些交涉和关联。本文认为，在华严类典籍中，“释迦分身”、“十住兴佛”和“法身分身”是其提出的多佛存在的三种类型；普贤境界是其展现的成佛样板；卢舍那佛是其塑造的信仰新对象。华严经始终依据基本教义发展的需要塑造崇拜对象，构建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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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从佛教创立到大乘佛教兴起的五、六百年间，佛教各派普遍承认过去的六佛和未来的弥勒佛，但释迦牟尼始终被认为是唯一现存的佛。这种信仰本质上是与教主崇拜相联系的一佛信仰。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在崇拜对象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神化释迦牟尼基础上建立多佛同时并存的新的信仰体系。这不仅是所有大乘典籍和教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大乘区别于此前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大乘佛教在崇拜对象方面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其基本教理、修行方式和整个学说体系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的，值得深入考察。

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3世纪，相继产生的大乘各类佛教典籍数量十分庞大，包括般若类、华严类、大集类、涅槃类、唯识类、法华类等，它们都曾分别结合对基本教义的阐述，树立各自的信仰新对象，完成从释迦崇拜到多佛崇拜和新佛崇拜过渡的学说。对于从教主崇拜过渡到多佛崇拜的方式和途径、多佛的来源、存在依据、基本特点及其与释迦教主的关系等问题，各类大乘典籍的论述并不相同。总的说来，各类典籍中的佛崇拜学说既有与各自基本教义相联系的特点，又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对这些典籍的学说进行全面、系统梳理，不仅可以深入探索大乘佛教有关佛崇拜的发展演变规律，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理解大乘佛教思想和学说的形成历史。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学术界有待充分展开的研究工作。

本文不能对多种大乘经典的佛崇拜学说进行全面考察，只是通过对现存华严类译籍中的若干单行本和晋译《华严经》（指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下也简称“集成本”）的比较研究，论述华严系统中佛信仰形成的具体过程、基本特点，以及与基本教义的联系，并由此揭示华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般若学的一些交涉和关联。

二、释迦分身

现存最早的华严类译籍是东汉末年支娄迦谶所译的《佛说兜沙经》（以下简称《兜沙经》），它明确列举“今现在”诸佛，宣扬多佛崇拜。本经宣扬多佛信仰的特点，是以释迦牟尼的“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并且以此把释迦崇拜和多佛崇拜结合起来。在这部约2500字的小经末尾，描述了佛的世界和多佛并存的状态：

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刹，名为蔡呵祗。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

这里描述的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整个世界，即“一佛刹”，是最早的华严世界构造，以后发展为莲华藏世界海。在“一佛刹”中，无数同时存在的佛都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对于这种“分身”，本经没有进一步界说，但突出强调释迦牟尼佛身超越时空的遍在性，以此作为多佛并存的根据。这样，“释迦分身”说成为《兜沙经》把释迦教主崇拜与多佛崇拜结合起来的理论纽带。

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到，早期华严典籍倡导多佛崇拜的思路明显与般若类经典不同。同为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就把多佛并存的根据放置在“般若”上：

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六波罗蜜者，佛不可尽经法之藏，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六波罗蜜出生。

十方今现在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

把多佛并存的原因归结为“般若”，使其具有成为诸佛之母的地位，凌驾于诸佛之上，自然贬抑了教主释迦牟尼的地位。般若类经典所要神化和抬高的是新兴教义“般若”或“经法之藏”，而不是某个人格化的大神。这样，般若类经典就不是用神话，而是用抬高佛教教义的办法解决多佛的来源问题。这种思路不仅具有强烈的批判偶像崇拜的精神，而且在树立新的信仰对象的同时，解决了修行者如何成佛的问题。这是释迦分身说所不具备的。

在大乘佛教之前，所有修行者无论怎样修行，无论修行多长时间，最高修行果位是所谓阿罗汉，而不是佛。佛只有释迦牟尼。既然承认多佛同时并存，就从理论上为信仰佛教的芸芸众生打开了成佛的通道。但是，要解决众生如何成佛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多佛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大乘经典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道行般若经》的论述，不仅解决了多佛并存的问题，也为众生成佛提供了可能的道路。因为，既然一切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产生，那么，无论任何人，只要按照经典的记载修行六波罗蜜，就都有成佛的可能。换言之，凡按照佛教的新教义修行者，都理所当然的能够成佛。在早期的各类大乘佛教经典中，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说明，但是，般若类经典已经有了这种趋势。

与般若类经典相比较，《兜沙经》着重树立释迦的权威，其多佛信仰的神话色彩更浓重，思辩色彩更淡薄，这不仅仅是两者在论证多佛并存方面的差别，也是两类经典在整体学说上的不同。《兜沙经》把倡导多佛与神化释迦牟尼联系起来，呈现出多佛崇拜与教主崇拜的天然联系，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多佛信仰形态之一。同时，在这里的释迦佛已经不同于早期的“世间人”的形象，而是已经被神化者。很明显，华严系统中的多佛信仰是在神化释迦的基础上起步的，并且没有否定释迦作为教主和至上佛的地位。因此，仅就华严类典籍的范围而言，大乘佛教的多佛信仰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对以前的佛教信仰予以全盘否定，而是依据基本教义的要求对崇拜对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但是，与般若经典的同类思想相比，释迦分身说只解决了树立多佛信仰问题，没有接触众生如何经过修行而成佛的问题。所以，释迦分身说在后出的经典中被修正，论证多佛信仰的新理论也随之出现了。

三、十住兴佛

在早出的华严类经典中，我们只在东汉末年译出的文殊经典
中见到这种“释迦分身”说，在后出的华严类典籍中，无论是文殊经典还是普贤经典，都没有再继续强调这种早期的说法。三国时期支谦译出的《佛说菩萨本业经》（简称《本业经》），在继承《兜沙经》主要内容的同时，提出了新的多佛并存思想，即把多佛并存的根据放置在佛的教法上，也就是华严类经典提出的独特修行理论上。《本业经·十地品第三》在说明“十住”的重要性并予以总结时说：“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
按照《本业经》的说法，修行者从“发意”（树立佛教信仰）到“补处”（获得诸佛功德）的十个修行阶段，称作“十住”或“十地住”
。在此经中，“十住”是对整个佛教修行过程一个方面的总概括，它在本经中的地位，与“六波罗蜜”在般若类经典中的地位相似。把多佛并存的根据确定在“十住”上，与般若类典籍把多佛并存的根据确定在“六波罗蜜”上，归因于“经法之藏”上的思路是一致的，而与早先以释迦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的思路完全相左。因为，“十住”乃是佛的教法，认为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诸佛由此而生，与把“般若”作为诸佛之母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由于华严类典籍晚出于般若类经典，这种转变明显是受到了般若学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两种现象：其一，“十住兴佛”说与“释迦分身”说直接对立，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并存于同一类经典中，反映了早期同类大乘典籍思想起源的多元性。由于多佛来自“十住”的说法既解决了树立新的信仰对象问题，同时也对修行者如何成佛的问题有了说明，因此，较之释迦分身说有更大的适应性，并且有利于树立华严教义的崇高地位。所以，在后出的大量华严类典籍中对此进一步予以强调
，成为占主流的思潮。相反，释迦分身说逐步失去了其重要性。

其二，《本业经》是直接从《兜沙经》扩展而来，都属于文殊经典，由此可以看到，华严类典籍在初期发展中就受到了般若类经典的影响。这就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早期各类大乘典籍在形成过程中，大约普遍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情况，都不是在彼此封闭、隔绝的环境中孤立发展起来的。

四、法身分身

西晋译出的华严类经典以普贤经典为主，这类经典论证多佛并存的依据是“法身分身”说，构成了华严经学论证多佛来源的第三种形态。

普贤经典进入华严典籍体系是晚于文殊经典的。与此前的文殊类经典相比，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以法身为终极崇拜对象，贬抑了释迦牟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佛的产生也发生了变化。多佛不是来源于释迦的“分身”，而是来自法身的“分身”。法身成为多佛的来源，成为多佛产生的依据。《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称：“法身无量，而皆具足，名流显称，普至十方……皆能分身，十方现化。”

在《兜沙经》中，同时并存的无数佛毫无例外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在这里，“十方现化”的诸佛统统是“法身”的“分身”。这种着意的改造，表明后出的普贤经典要与前出的文殊经典在学说上保持一致的意图，从而给我们透露出华严类典籍形成过程的信息。同时，改造文殊经典中的学说，也与进一步改造和吸收般若学说以充实华严思想有关系。

所谓“法身”概念，最初来自对佛所说教法的人格化抽象，普遍被运用于各类大乘佛教经典。就般若类经典而言，对“法身”的界定、说明和发挥，与其倡导的“性空假有”的基本理论相适应。按照般若经典的一般看法，法身体现“性空”，没有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把握的外在形象，只因为人们怀有“吾我”的错误观念，才把本质上虚幻不实在的幻身当作是实有的。如果消除以自我为实有的错误认识，幻身也就不会出现，也就取得了正确认识，可获得候补佛（阿惟颜）的资格
。因此，强调法身本质上的虚幻，强调取得般若智慧，是般若类经典论述法身的两个侧重点。然而，同为竺法护翻译的华严类经典，对法身的论述则不同。概括而言，强调的侧重点有三方面。

第一，法身是多佛产生和存在的本原、依据，永恒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佛说如来兴显经》（以下简称《兴显经》）卷一谓：“去来今佛，一切悉等，为一法身。”
把法身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佛的本原，作为诸佛之母，认定其永恒常存，是多种大乘经典的共同主张。华严经典则由此强调和论证多佛产生的根据。

第二，强调法身的遍在性，进一步论证法身是成佛的内在根据。《兴显经》卷二谓：

菩萨设若亲近如来，则为归道。所以者何？无所见者，为见如来。见如来者，则为一法身。以一法身，若一慈心向于一人，则为普及一切群萌，多所将养，如虚空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入……佛身如是，普入一切群萌之类，悉入诸法
。

这里的“佛身”与“法身”的含义相同，这段论述首先明确了法身在佛教解脱论中的地位。法身可以“普入一切群萌之类”，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诸佛的本原，这是人人皆有佛性，皆有成佛内在根据的理论前提。把法身遍在延伸到人的心性方面，自然得出人心本净的结论。这也是华严类典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论，竺法护所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以下简称《渐备经》）中有明文
。另外，法身可以“悉入诸法”，表明精神实体可以赋予无情之物，从而为泛神论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第三，强调法身的神通显示功能，即法身的“善权方便”。《度世品经》卷四说：

一切诸佛，合同体故，以得成就，弃捐一切诸凶危法，是谓法身善权方便，一切现门，神足变化，皆能显示。

如来至真，其慧无限，随时说现，见诸自大，以权方便而发起之。法身无漏，悉无所有，普现诸身。

所谓“善权方便”，在这里是指法身为了拯救众生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法身转变为色身的过程。法身本来没有特定的可视形象，但它具有“普现诸身”、示现一切身的功能。在般若类经典中，法身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原因被归结为人们的错误认识，华严经典与此相反，把这种转变归结为佛拯救众生的能动作用，这种转变并不以被拯救者的意志为转移。

法身的善权方便，集中体现在“神足变化”上。所谓“神足变化”即指神通，其本质特征是：通过对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如身眼耳心等）能力无限夸大的想象，以达到不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制约的随心所欲（“如意”）和绝对自由（“自在”）。神通的获得，被归结为修习禅定。《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说：“一切变化境界，是皆定意。”
因此，法身的显示功能，来自对神通变化境界的构想。充斥于华严经典中的诸种神通构想和神话交织，在组织华严经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既然法身显示出于拯救众生的需要，那么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便是掌握这种功能。这既表明菩萨具备了诸佛的功能，也表明他具有拯救世人的无限能力。《度世品经》卷六有言：菩萨“察其世俗，缚在贪欲而缠绵，无能拔者……便以法身显示大要，遍于三世，令各生意”
。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普贤类经典，为展示神异灵迹提供了最权威、最崇高的系统论辞，成为日后华严集成本的重要内容。另外，重视基于禅定特殊感受而引发的神通境界构想，强调神通变化在个人解脱和拯救众生过程中的作用，也为如何塑造修行的样版定下基调。这就是对普贤行和普贤境界的描述。

五、普贤境界

对普贤行和普贤境界的描述，集中在《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中。普贤菩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可与法身相契合。佛告诉众菩萨：普贤“于三世等诸佛法身”，“等吾神足境界”。这样，普贤也就首先成为永恒的绝对精神存在，所谓普贤境界，佛的神通（神足）境界和法身，三者在这里就完全相同，没有区别了。

普贤之所以能与法身契合，达到与“法身等”的境界，在于他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过程。这个修行过程称为“普贤行”，也称之为“无限行”。所谓“无限行”，是强调其修行具体内容的多种多样，包罗万象，无穷无尽。这种无限行概括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即积累个人的无限功德和拯救无量众生。该经卷上借佛之口概括了普贤行：

普贤菩萨以净无数众生，无极清净，无量功德，兴无数福，修无数相，德备无限，行无等伦，名流无外，无得之行，普益三世。有佛名誉，普而流著。普贤菩萨，行绩若斯。

在积累个人功德方面，普贤“兴无数福，修无数相”，经历了无数的修行实践，从而达到“有佛名誉”，实现了个人解脱成佛，这属于自度。在拯救众生方面，普贤“净无数众生”，这属于度他。自度和度他是同一修行过程的两个方面。

尽管普贤行具有无限性，但普贤能于法身契合的关键是神通行。于是，号召学习普贤，最终是鼓励修习禅定以获神通，此即为修普贤行。所谓“菩萨以几无思议之定，得应普贤之行”
。在此类经典中，没有修习禅定所获得的神通变化，与法身契合就是一句空话。

普贤能够与法身契合，也就是具有了法身的显示功能，为了让聚会的菩萨见到他，他又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普贤菩萨，兴为感动，使其大众，咸见普贤，于世尊足左右，坐大莲华上”
。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就是从法身到色身的转变。能够具有这种转变能力，也就与佛没有差别了。所以“普贤能化为佛，能住如佛，能化法轮，建立应化，普现如来之光明”
。这样，作为菩萨修行成佛样板的普贤，并不是以学问精湛、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见长，而是以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具有法身的善权方便著称。因此，从多佛的存在根据是法身，就开辟出了成佛的新途径；由于成佛的关键在于法身的“善权方便”，就决定了修行样板的特点。从这个方面把华严类典籍与般若类经典相比，可以看到前者的学说更重视神通、重视神异灵迹、重视偶像崇拜。

六、卢舍那佛

在华严类经典被系统整理、修改并编辑为集成本的过程中，它的佛崇拜体系又经历了最后一次变化，这就是晋译六十卷《华严经》把卢舍那佛塑造为最高崇拜对象
。

卢舍那佛并非《华严经》首次提出，《杂阿含经》中已经有其名，《梵网经》中也有描述。但是，用它取代释迦牟尼的地位，使它既具有法身诸特性而又人格化，则是《华严经》的创造。

按照大乘佛教一般看法，作为佛的教理神格化的“法身”，是一种永恒而普遍的抽象存在，无形无相，不可名状。人们所接触到的佛，只能是其应化身，绝不是法身。在集成本出现之前的各种华严类单行本中，论述法身最多的是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它们对法身的界定和描述虽然与般若类经典不尽相同，但在区别法身与应化身或色身方面，坚持着大乘佛教的共同看法。集成本的佛身信仰有所改变，给此前普遍流行的法身概念赋予了新意。

对卢舍那佛的描述散见于全经各处，尤其以最初两品和最后一品的某些段落论述最为集中。各举一例，可见大体面貌：

佛身清净常寂然，普照十方诸世界，寂灭无相无照现，见佛身相如浮云。一切众生莫能测，如来法身禅境界。

……卢舍那佛成正觉，放大光明照十方，诸毛孔出化身云，随众生器而开化，令得方便清净道。

卢舍那佛不可思议清净色身，相好庄严，我见此已，起无量欢喜

按《华严经》的描述，卢舍那佛是唯一的如来，真正的世尊，十方微尘数诸佛都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了他的化身。诸佛、诸菩萨乃至诸善知识所表现的一切功德和智慧，包括他们演说的全部佛法，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他的神力赋予的结果。

作为最高崇拜对象，整部经典从头到尾，卢舍那佛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存在从诸佛、诸菩萨的赞叹中及其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加之他的身体“清净常寂然”、“寂灭无相无照现”等等，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法身佛特性的一面。

卢舍那佛具有一切智慧和最高觉悟，接受众生的供养膜拜。同时，他也给自己的信仰者以智慧和觉悟，包括诸种神通，引导众生进入“方便清净道”，走上成佛之路。他的“相好庄严”的“清净色身”，他的“随众生器而开化”的“化身”，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化身和报身佛的一面。

集成本的创新在于：集中把法身限定在卢舍那佛这样一个具体的佛身上，从而把“法身”和“化身”、“报身”统一起来，使其具有了三位一体的特性。这样，本来深奥难懂的“法身”被通俗化了，使需要费尽心力领会的玄妙佛理，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即可敬奉的形象化实体。

“卢舍那”的梵文词含有“光明普照”的意思，也是太阳的别名。前出的华严类单行经也有佛发光普照佛刹的描述，但往往把佛发光与其身体的某个部位相联系，如足下、眉间等。这种情况也残留在集成本的许多品中。然而，集成本描述佛发光的核心内容，是把卢舍那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如同太阳。所谓“佛身一切诸毛孔，普放光明不可议，映蔽一切日光明，遍照十方靡不周”，
可以说，以卢舍那命名佛，是长期将佛比喻为照耀一切、生育一切的太阳的结果。这样，华严系统中的卢舍那佛就是光明的象征，它的光芒普照一切，使人们在佛光中获得智慧，并藉以实现自我净化。从华严类经典产生的地域来分析，以佛为太阳，不排除受到了祆教影响，受到了波斯文化影响的可能。同时，集成本还把佛光比作月光：“佛于诸法无障碍，犹如月光照一切”
。两种比喻穿插互见，有着以光明驱除黑暗的意义，这也是与祆教的教义相通的。

最为重要的是，佛发光之说，佛教有着自己的学说发展逻辑历程。大体言之，先有佛身某个部位发光的描述，逐渐演进到把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佛之所以能发光，最初源自他的智慧冥想，这一点也保留在集成本中。“卢舍那佛于念念中放法界等光，普照一切诸法界海。”
“法身”概念形成之后，发光之源又被安置在法身上，集成本也是这样论述的：“法王安住妙法堂，法身光明无不照。”
根据前面的引述，华严经典认为法身乃是“禅境界”。所以，法身之光、卢舍那佛之光的本原，正是来自佛“于念念中”的智慧的冥想实践，也就是来自禅定实践。简言之，佛光之说并不神秘，本质上是佛教僧人对禅定引发的特殊感受的发挥。把佛光比作日光或月光，大约吸收了外来宗教因素，但是，这并没有违背佛教学说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路线。就华严学说的主导方面而言，重视佛发光与重视禅定引发的对神通境界的构想有密切联系。这表明，《华严经》塑造新的崇拜对象，始终按照其基本教义的要求来处理。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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